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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学者大多以西方大学作为依据和源头来界定“教授治校”的概念，但其所使
用的英文却莫衷一是，相关概念也众说纷纭；学界对西方大学和民国时期“大学治理”的理解也
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理想化的倾向。《高等教育法》的相关内容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大学治理的理念、目标、制度、结构和模式，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进程中的历史必然和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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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治校”一度成为“一个很流行的口号”［１］，
大学治理也是学术界热议的论题。其中，有一些颇
有见地的讨论，但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为此，有必要
梳理“教授治校”的概念，回顾大学治理的演进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大学治理。

一、“教授治校”概念辨析

１．“教授治校”的英文表述
国内学者在界定“教授治校”概念时，大多以西

方大学作为依据和源头，但不同学者对“教授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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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文表述却多种多样、莫衷一是（见表１）。这些
表述不仅让中国读者看得眼花缭乱，外国读者可能

也会感觉不知所云。

表１　国内学者对“教授治校”的英文表述（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英文表述 文献作者、期刊名称及刊期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彭阳红，《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庞慧等，《赣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欧阳光华，《高教发展与评估》，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杨兴林，《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张君辉，《教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吴洪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耿有权，《理工高教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ｒｕｌ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李方，《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洪煜等，《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韩骅，《高等教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赵洁等，《山东高等教育》，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ｓ 胡俊修，《周口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郑传芹，《辽宁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陈金圣，《复旦教育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包国庆．《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从表１看，上述学者对“教授治校”中“治”的含
义，究竟是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自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统
治（ｒｕｌｅ）、支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还是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行政管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等，观点不尽一
致。上述学者对于“教授”所指，是（正）教授（ｐｒｏ－
ｆｅｓｓｏｒ），还是全体教师或是取得终身教职的教师
（ｆａｃｕｌｔｙ），看法也有分歧。即使是学者使用较多的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①（教师治理），从凯勒（Ｇ．Ｋｅｌｌｅｒ）
撰写的文章来看，是指ｆａｃｕｌｔｙ……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教师参与治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在治理中的影响）［２］，与国内一些文献中的概
念内涵也有出入，不宜将其译为“教授治校”。
实际上，虽然国内相关文献引用了一些国外资

料，但大多没有指明“教授治校”英文表述的出处和
原文。基于本文英文标题和摘要的需要，参照瞿振
元主张将“素质教育”译为Ｓｕｚｈ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３］，权且
将“教授治校”译为Ｆａｃｕｌｔｙ　Ｚｈｉｘｉａｏ。

２．“教授治校”观点的对立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收录的研究“教授治校”的文

献，第一篇见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０年共有１０篇。这
些文献的作者均致力于批判“教授治校”言论。［４］

１９７７年开始，有学者批判关于“《高教六十条》使‘教
授治校’等黑货更加系统化”的谬论。［５］１９８０年，周

辅成发文不赞成重提“教授治校”［６］，一些作者开始
介绍海外和民国时期大学教授治校的相关情况，还
有学者论及由教授治校向集体治校的转变［７］。有学
者认为，尽管教授治校已难以为继，但仍可从中吸取
有用经验。［８］进入２１世纪，关于“教授治校”的文献
大量增加，其中有的作者赞成并主张在我国高校推
行“教授治校”，但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和争论。

在上述文献中，由于部分文献存在概念不清的
问题，使得“教授治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装潢在其
表面的、很少引起公众怀疑”［９］的口号，加上“疏于对

概念界定进行条分缕析的比较”［１０］，使得“教授治
校”在一些观点上出现对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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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１）学术事务与所有事务。眭依凡将“教授治

校”界定为“教授参与大学学术事务的管理及学术问
题的决策”。［１１］据此，一些学者将“教授治校”的内容
和范围限定为学术事务［１２］，而不主张由教授执掌大
学的全部事务［１３］。但也有学者批评上述主张“消解
了教授治校所蕴含的民主诉求”［１４］，认为传统意义
上的“教授治校”就是指由大学教授完全管理大
学［１５］。

（２）现代与传统。有部分文献的作者强调“教授
治校”是“现代大学的重要特征”［１６］；但也有学者指
出，教授治校源自中世纪欧洲大学，是“一种传统管
理模式和管理理念”［１７］，“有着悠久的历史”［１８］；还
有学者认为，教授治校的传统意义与现代意义不
同［１９］。

（３）教授全权与共同治理。有部分文献的作者
认为，教授治校是“以教授为主体和主导来全权治理
大学”［２０］，“主体是教授委员会”［２１］。但也有学者指
出，教授治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教授治理学校”
［２２］，而是“让教授与其他大学成员一起参与到学校
管理的各个层面”［２３］，“与校长实现共同治理”［２４］。

（４）普适性与差异性。有学者指出，教授治校作
为一种制度具有普适性［２５］，是大学“普遍实施”的管
理制度［２６］。但也有学者认为，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
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有所不

同，不能认为教授治校具有永恒的普适性。［２７］

（５）内部与外部。有学者建议将国家主导权与
教授治理权“分离”［２８］，实施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
“自我管理”［２９］。但也有学者认为，当代高等教育是
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不可能脱离外界环境而独立存
在［３０］，强调大学治理涉及“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
与社会的关系、大学与市场的关系、大学内部权力结
构与决策机制以及大学运行方式”［３１］，拥有政府、大
学和社会机构三大权力（利）主体［３２］。
以上种种对立的观点，使得“教授治校”的概念

模糊不清，歧义颇多。部分作者经常是在同一术语
之下，基于“教授治校”的不同语义，各取所需、自说
自话，以致难以形成丰富的观点交集和健康的学术
争鸣环境，“教授治校”的学术性和实践性内涵的探
讨有待深化。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
到，关于“教授治校”内涵的学术探讨还会继续，但
“大学治理”不应被其口号化和符号化，也不能为一
些人云亦云、相互矛盾的观点所迷惑。

３．以“教授治校”与“大学治理”为主题的研究趋
势

２０１８年３月９日，笔者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上
先后以“教授治校”、“大学治理”为主题进行检索，分
别获得１５４５篇和２５６６篇文献。以“教授治校”为主
题的期刊文献数量，１９５７－１９９９年间历年均为个位
数，２０００年起快速增加，但在２０１１年达到峰值１６５
篇后逐年下降，２０１７年为５８篇。而以“大学治理”
为主题的文献，最早出现在２００２年，但期刊文献数
增长很快，在２０１５年达到４６４篇后也开始下降，

２０１７年有３５３篇。文献数量上的此起彼伏，表现出
学界对这两个课题关注度的变化。
以“教授治校”并含“大学治理”为主题检索，结

果仅有１３７篇，分别占“教授治校”文献数的８．９％和
“大学治理”文献数的５．３％，最早见于２００６年。这
说明学界从大学治理视角开展“教授治校”的研究较
晚，且九成以上的相关文献未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开
展讨论。

二、大学治理的演进

我国的古圣先哲对于治国理政有过诸多论述，
但“治理”一词在我国现代管理中的使用可能还是舶
来品。英文中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治理）源于拉丁语ｇｕｂｅｒ－
ｎａｒｅ，意为ｓｔｅｅｒ（控制、引导），有时还有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统治权）的含义。管培俊从多方面、多视角提出如
何辩证认识大学治理的矛盾和要素关系，认为完善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和关键，是建立一系列权
力配置和利益平衡机制。［３３］

１．早期的大学
中世纪的巴黎大学规模很小，只有教学职能，没

有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通过“教师行会”实行全体
教师共同治校，它被称为“大师的大学”。有学者认
为，巴黎大学开创了教授治校的“先河”。［３４］但实际
上，当时的巴黎大学由天主教会委派僧侣任校
长［３５］，负责学校教育的管理，因而它“无法摆脱沦为
教会附庸的命运”［３６］。欧洲中世纪大学作为跨国组
织，是在主教的辖区内发展并在规制的文化环境中
运行的，被允许可以将一些职业或专业（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ｓ）方面的实际知识与探寻普遍真理（ｕ－
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ｔｒｕｔｈｓ）相结合。［３７］

同时，以上“大师的大学”也并非中世纪大学的
唯一治理模式，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的大
学”，也对现代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中世纪大学逐步向制度

化的规范性机构过渡［３８］，在教会、王室和市政当局
几种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３９］。１３世纪起，教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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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和市政当局都创立了一些新的大学并加强控制，
大学治理模式更加多样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
动之后，世俗政权对大学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２．英国和德国的大学
作为“培养牧师、研究学问的中心”［４０］，牛津大

学早期的治理结构中，“教会权力、学者权力、管理权
力”处于制约和平衡中［４１］。到了１８世纪中期，剑桥
大学已成为“贵族色彩浓厚的特权机构”。［４２］直到１９
世纪早期，这两所大学仍然拒绝承认校内教师的学
术自由。［４３］

后来，由于大学规模的扩张，伴随大学利益主体
的多元和分化，“牛桥”大学的权力结构模式也发生
了变化，学校评议会或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政策制
定，而资源管理一般由校、系领导负责。［４４］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校长和其他高级行政官员获得了更大的
权力”［４５］，虽然这种现象遭到了“牛桥”等传统大学
的强烈抵制，但最后都不得不接受［４６］。华威大学则
显著加强了管理者／经营者的权利与地位，以适应市
场化环境下的快速反应和正确决策。［４７］

德国柏林大学以学术自由而著称，但它并不拥
有自治权（ｎｏｎ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４８］基于洪堡的大学理
念，柏林大学建立了讲座（ｃｈａｉｒ）教授制度，正教授
的权力很大，控制了包括财权和人事权在内的院系
内部管理；在学部及学校层面，主要由教授组成学部
委员会、大学评议会来行使决策和协调的权力。［４９］

这被认为是传承了中世纪巴黎大学的传统，“把教授
管理大学事务的权力推到了极致”。［５０］但是，由于讲
座制过于分散的组织管理，导致学校管理效率低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高校改革使得德国大学“由正教
授治校的大学改变为集体治校的大学”［５１］，校长的
管理权限扩大，转向“多元共治”［５２］的治理模式。

３．美国的大学
尽管有学者认为“教授治校”是美国大学的制度

特征，但腾大春早就指出，美国大学校长操有大权，
而美国教授比英国教授享有较少发言权，教授和校
长都不得不听从校外权势者的指挥，并强调这种状
态有其历史渊源。［５３］

北美殖民地时期的高校都由教会创办，最早成
立的三所学院被称为“宗教改革的学校”（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５４］，与当地政府联系紧密，主要是
培养神职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例如，耶鲁学院是
“在教会、政府和商界共同支持下建立的带有强烈宗
教色彩并负载沉重宗教使命的大学”［５５］，而哈佛学
院自建立之初，主要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就享
有较大的权力。

到了１９世纪中期，伴随社会捐赠的增加，越来
越多的商人取代教士成为大学董事会成员，一些年
轻且又强势的校长向教师发号施令［５６］，引进德国研
究型大学的办学模式后，美国大学才开始改变独裁
校长和部门领导的家长式作风［５７］，教师进一步参与
管理事务。正如冯·卡门指出的，加州理工学院实
际上还是由主要领导“个人治校”［５８］，并非有学者所
讲“每个教授都知道学校是教授治校”，更不是“谁当
校长都关系不大”［５９］。
一般而言，美国政府机构对公立高校在办学目

的、教育政策和成效评价等方面具有独断权力，“政
府官员不断彰显自己的行政权威”。［６０］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里根任州长后就向董事会施压，强行罢免了科尔
的加州大学总校校长职务；而到了９０年代，加州大
学几乎所有的董事都是州长任命的。［６１］私立高校的
治理则取决于其与董事会、合作／赞助组织之间的关
系，具有经济资源优势的权力主体（董事）对决策过
程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更多的治理权流入非学术
的权威之手。［６２］同时，高校作为社会组织更深地嵌
入社会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的约束，无论是公立高
校，还是私立高校都要面对不断强化的问责，而问责
越多，自治就越少。［６３］

随着高校职能的完善和规模的扩大，以及进入
大众阶段后高校的分层定位和差异化日益凸显，美
国高校至少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治理模式：（１）外部董
事治理；（２）教授权力较大；（３）激进学生、年轻职员
参与；（４）教授、管理者、董事三者共治。共治就意味
着相互尊重、分享权力，有些方面需要联合决策，有
些方面则分别是教师、管理者或董事的主责。［６４］阿
特巴赫理想中的现代大学治理是共同治理，即由学
术群体掌握学术决定权，行政和管理人员负责资源、
设施和其他行政事务。［６５］

但是，共治的理想与现实还有很大差距。大学
治理是多变、充满争议和基本不可控的［６６］，“相当多
的研究揭示，美国高校教授群体普遍不满意其参与
大学治理的程度”［６７］。大众化、问责制、私有化、市
场化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大学和学术人员［６８］，削弱
了参与理念和共同治理［６９］，加之强化战略规划、高
效决策和财务管理的需要，有的高校还设立了知识
产权企业，使得人们对大学效率的要求不断提高，而
这些高等教育管理的“时尚”又构成了对学术管理的
损害［７０］，多数美国高校由于官僚主义的僵化导致办
学活力受到了抑制［７１］。
一方面，教授评议会效率低下，对外部环境的变

化难以及时应对，只能专注于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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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７２］不少教师对所在高校漠不关心，对其“从组
织到功能都知之甚少”。［７３］教师参与管理的意愿也
在减弱，有些教师评议会（ｆａｃｕｌｔｙ　ｓｅｎａｔｅｓ）甚至因达
不到法定最低人数而无法如期召开。［７４］

另一方面，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规模和权力不
断扩大。以哈佛大学为例，洛厄尔（１９０９－１９３３年
任校长）只要一名秘书就能自如地应付所有工作。
普西（１９５３－１９７１年任校长）就任初期，也只需一位
副校长、两名秘书，就能管理所有的行政部门。伴随
规模的扩大和组织职能的增加，高校管理分工不断
细化，博克（１９７１－１９９１年任校长）招募了一批校外
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还增加了４位副校长。［７５］但
是，“规模和复杂性增加了科层结构”［７６］，专职行政
管理人员在学校中层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这
些人员由董事会和校长任命，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
管理的专门训练，但不一定具备其他学科的专业背
景［７７］，并且他们只对任命的人负责［７８］。
一些教师热衷于“当官”，频繁前往首都，指望能

在白宫谋得一官半职；对院长一职也非常向往，因为
“院长可以领到更高的薪水，有更高的知名度，权力
也更大”，还可以制定工资标准，分配办公处所，批准
年假，募集资金以及制定所在学院的教学计划。［７９］

２０１３年秋，美国公立两年制高校的专任教师占
比５７．２％，比公立四年制高校高出２５．４个百分点；
私立两年制高校的专任教师占比也比私立四年制高

校高出１２．１个百分点；而营利性四年制高校专任教
师占比分别比四年制公立高校和四年制非营利私立

高校高出３０．５和２３．６个百分点［８０］，似乎学术水平
越高的大学，专任教师占比反而越低。
有学者指出，管理人员已成为一个虽然不与学

术工作发生直接联系，却与大学运行密切相关的特
殊“阶层”［８１］，大学常常为官僚主义的程序和控制所
左右［８２］。教师在美国大学治理中的地位降低、作用
减弱，一些高校的管理人员与教师甚至形成了对立
关系。教师抱怨，学校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校长和
行政官僚的手中，而教师越来越像企业雇员了［８３］；
教师已成为“被管理的专业人士”，而中层管理人员
却成为“管理的专业人士”［８４］。调查显示，有２／３的
美国高校教师认为所在学校“有点”或“非常”独断专
行，行政人员“水平一般”或“水平较差”；一半以上的
教师认为，“教师如果成为行政人员也很快就会忘记
作为一名教师或者从事研究工作的意义”。［８５］

上述矛盾也加快了外界态度的转变。１９７９年，
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一宗案件的过程中，大法官们
出现了意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教师在学术问题

上的权威是绝对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由管
理人员根据教师关于学术的意见是否与学校的需要

和目标一致，在一定程度上采纳教师的合理建
议。［８６］可见，美国高校教师在学术方面的权威也受
到了挑战。
由此可见，大学 “应如何治理仍在争论之

中”［８７］，不可想当然地将美国高校教师参与治理抽
象化和理想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国人都艳羡美
国的‘教授治校’模式，并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似乎
只要是美国大学都是教授治校，……但事实并非如
此。”［８８］

三、大学治理在中国

１９１２年，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上，推动全国临
时教育会议通过《大学令》，规定大学设评议会，大学
各科设教授会。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按《大
学令》并参照法、德高等教育体系，于１９１７年制定了
《评议会规则》、《教授会组织法》，但教授群体立场分
歧和纷争依旧不断。例如，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发生了“新旧之争”，而最终保守势力获胜；围绕谁当
教务长和总务长，以及面对政府欠薪问题是否要罢
课，形成了“法日派”与“英美派”的派系之争。［８９］科
尔所担忧的“教授会内部的争斗”［９０］，不仅在美国高
校存在，在我国民国时期的大学也曾发生。１９３１
年，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后，鉴于《大学组织法》规定
要取消评议会，于是改设校务会，同时受美国大学治
理的影响，特别是面对派系斗争、规则破坏、教授纷
纷离校等诸多问题［９１］，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主张［９２］。
因此，我们应避免出现美化民国时期大学治理

的倾向。正如周辅成指出的，北京大学的“教授治
校”从一开始就只是用来对付北洋政府的，“真正治
校的人，还是校长蔡元培先生”。［９３］而清华大学的教
授治校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９４］如果教授
治校主要取决于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的个人魅力
和努力［９５］，那是否与诸多教授治校观点的本意不
符？

“大学治理结构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
物。”［９６］我国１９５０年开始实施“校长负责制”，１９５６
－１９６１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１９６１年起实施“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
员会负责制”，“文革”期间实施的是“党的一元化领
导的革命委员会制”，１９７８年起实行“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分工负责制”，１９８５年起在部分有条件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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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校长负责制”，１９８９年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将其写入了１９９８年颁
布的《高等教育法》。

２０１６年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
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
理”；“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
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全面负
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设立学术委员会”；“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
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
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上述内容体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治理的理念、目标、制度、结构
和模式。

四、讨 论

大学治理既是高校的内生性需求，也借鉴了现
代公司治理的概念。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高等
教育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不仅大学理念在不断演
变和创新，高校的发展逻辑与组织形态也在不断变
迁，因此，大学治理不可一概而论［９７］，也很难找到一
种适合全世界高校通用的治理结构和模式，“那些坚
持认为２１世纪高等教育只能有一种模式的人显然
是错的”［９８］。
比较教育的视角是一种要审慎地对待其他国家

的经验和模式的批判性视角。阿特巴赫强调，让美
国专家常常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有一些他们已经认
定是笨拙、非常传统和过于保守的大学模式，其他国
家却深感兴趣。即使某些美国大学的经验可能有价
值，但极少有国家能直接进行移植，特别是“在来源
国有效的经验到了中国可能一无所用”。［９９］

西方的大学治理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我
们不能为一些人云亦云、相互矛盾的观点所迷惑，不
能在面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泛泛而谈的表述时

无所适从。特别是在当前，一批美国学者普遍认为
其本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动荡状态（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ｅｒ－
ｍｅｎｔ）［１００］，共同治理的概念已大为削弱［１０１］，但有的
国内文献对此却视而不见、闭口不谈，甚至还要盲目
崇拜和一味迎合。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自信
和盲目迷信，对于一些所谓的“模式”并未研究透、弄
清楚、想明白，甚至“把别人往好里说也只是指望将
来能 够实 现的目标，鼓吹成了板上 钉 钉 的 事
实”［１０２］。同时，也要防止和避免所谓的“民国大学
热”干扰我们的视线和模糊我们的认识。
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路径体现了国家

特色、民族特点和文化自信，并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要求。我们应认真梳理和厘清大学理
念［１０３］，既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校经验，
又要遵循教育规律，更要坚定自信，积极构建中国特
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
当今世界的发展宣告各国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

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大学治理不可能只
有一种模式。扎根中国大地办社会主义大学，必须
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
学治理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大学治理有效保障和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的跨越式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党委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党领导高校的根本制度，是办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组织保障。这既是我国
高等教育长期探索和发展的历史必然和理性选择，
也是由我国政治体制和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符合中
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趋势。［１０４］

为此，必须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
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调动大学治理各
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进一步加强
“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１０４］，健
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

构，健全师生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工作机制，
从而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大学治理
制度体系，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
现代大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我国实
现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提供制度支撑和保障。

注释：

①　参见蔡磊砢（２００７）、左玉河（２００８）、秦惠民（２０１３）、周川
（２０１４）、罗建河（２０１５）、黄启兵（２０１５）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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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Ｊ］．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１５，（１１）：４５－４９．
［７５］［８３］　莫顿·凯勒，菲利斯·凯勒．哈佛走向现代———

美国大学的崛起［Ｍ］．史静寰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７：５１８－５２３，５４７－５５９．
［７６］　菲利浦·Ｇ·阿特巴赫．大众高等教育的逻辑［Ｊ］．蒋

凯等，译．高等教育研究，１９９９，（２）：１－９．
［７９］　理查德·布瑞德利．哈佛规则———捍卫大学之魂

［Ｍ］．梁志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０６．
［８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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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Ｗ．Ｆ．康内尔．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Ｍ］．张法琨等，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１０．
［８４］　ＧＵＭＰＯＲＴ　Ｐ　Ｊ．Ｂｕｉｌｔ　ｔｏ　Ｓｅｒｖｅ：Ｔｈｅ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Ｐ　Ｇ　ＡＬＴＢＡＣＨ，

ＧＵＭＰＯＲＴ　Ｐ　Ｊ，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Ｄ　Ｂ．Ｉ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
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８５－１０９．

［８８］　徐锋华．美国休斯顿大学“教授治校”的困窘［Ｎ］．社

会科学报，２０１６－０５－１９．
［８９］　张传泉．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困局———以教授

群体为中心的考察［Ｊ］．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１７，（１）：

２１－２５．
［９１］　黄启兵．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管理变革：从“教授治

校”到“校长治校”［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１０）：８９－
９５．

［９２］　蔡磊砢．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困境与

变迁［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７，（２）：９０－９６．
［９４］　秦惠民，付春梅．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教授

治校”制度及其文化意蕴［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３，

（３）：８０－８６．
［９５］　张正峰．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特点分析［Ｊ］．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０８，（６）：７４－７８．

［９７］　ＢＯＧＵＥ　Ｅ　Ｇ，ＡＰＥＲ　Ｊ．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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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ｒｉｚｏ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ｙｘ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ｖｉｉ．

［９９］　菲利普·Ｇ·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

发展［Ｍ］．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１－６２．
［１０１］　菲利普·Ｇ·阿特巴赫，张炜，刘进．高等教育的复

杂性：学术与运动生涯［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８，（５）：

１０－１９．
［１０３］　张炜．大学理念的演变与回归［Ｊ］．中国高教研究，

２０１５，（５）：１５－１９．
［１０４］　管培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现代大学制度

［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５，（Ｚ３）：２０－２６．
［１０５］　姚荣．高等教育治理范式演进的理想类型及其互动

关系考察———基于公共领域中国家角色的分析［Ｊ］．高

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８，（３）：１３－２３．

（本文责任编辑　许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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